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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onatus”是斯宾诺莎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也是连接其本体论与伦理学的关键环节。对于斯宾诺莎支持还是反对目的论的争议，可以通过廓清“conatus”的本质与特性进行解答:“conatus”在物质世界展现为“自我保存”的被动性，在伦理学领域则表现为“自我完善”的积极向度。追求德性完善的积极层面体现了人类内在本质的目的性要素，这说明斯宾诺莎并非纯粹的机械主义者，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内在目的论。以“conatus”概念为逻辑起点，有助于我们对斯宾诺莎形而上学图景的全貌有更为深刻和清晰的认识：斯宾诺莎实质上在机械论与目的论两个完全敌对的形而上学图景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种调和体现了其为融合近代哲学家们的思想分歧而进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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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atus" is the core concept in Spinoza's philosophical system and a key between the ontology and ethics. The controversy about Spinoza ’s support or opposition to teleology can be answered by clarifying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natus" : "conatus" is shown as the negative dimension of "self-preservation" and in the field of ethics as the positive dimension of "self-improvement". The positive aspect of pursuing virtual perfection embodies the purposeful elements of human inner nature, which shows that Spinoza is not a pure mechanist, but "revives" the intrinsic teleology to some extent. Taking the concept of "conatus" as a logical starting point helps us to have a deeper and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verall picture of Spinoza's metaphysics. Actually, Spinoza has found a balance between two completely hostile metaphysical scenes—Mechanism and Teleology. This reconciliation reflects Spinoza's efforts to fuse modern divergent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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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从斯宾诺莎构建的形而上学出发，有限样式的存在与行动是由一个先前原因（cause in antecedent）决定的，而这个原因又由一个在先的原因所决定，它们无不处在一个由动力因造就的因果序列当中，遵从必然性的法则。历来哲学家们都倾向于认为斯宾诺莎更为彻底地推进了现代科学和哲学的革命：他主张“一切事物都受制于严格必然的因果链条”，从根本上瓦解了目的论的逻辑。
在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图景之下，万物的产生与存在都起源于作为动力因的神，整个世界就是力与力之间的机械关系，自然万物不是用以满足人类利益的工具，更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finis）而行动。严格而必然的因果链条使一切事物成为有序的系统，并不存在神施行的奇迹，以神为最终目的的观念正是人们不愿探究事物原因，思想懒惰和愚昧的结果。无怪乎斯宾诺莎直接阐明自己的立场：“目的论实把自然根本弄颠倒了。”

然而，斯宾诺莎对目的论的反驳却并不彻底。他用来反驳目的论的事例，无论是石头砸人，还是生物体构造的神妙，都集中于自然事物之上
，但目的论不仅仅局限于自然事物，还表现在人类生活之中。在解释人的情感及伦理生活时，他似乎采用了目的论的表述：“除德性外，天地间没有更有价值、对我们更有益的东西，足以成为追求德性所欲达到的目的。”
这似乎暴露出斯宾诺莎理论内部的张力：斯宾诺莎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抨击目的论？他的哲学思想是否完全抹除了目的论的色彩？
20世纪90年代以降，斯宾诺莎哲学体系中的“conatus”概念开始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将“conatus”看作斯宾诺莎哲学的基点，认为此概念能够反映他究竟持有机械论还是目的论立场，斯宾诺莎的伦理体系也被看作是其哲学思考的基本语境与内在部分，不再仅仅是形而上学的简单演绎。

针对斯宾诺莎的“conatus”，学界分化出三条大相径庭的解释路径：一、坚决拒斥目的论解释，主张斯宾诺莎是彻底且纯粹的机械论者；二、以“conatus”能够自我完善为起点，发掘斯宾诺莎哲学的目的论趋向；三、“conatus”学说的逻辑链条存在缺陷，由此导致本体论与整个伦理学体系的断裂。
“conatus”是否仅为自我保存的自然动力趋向？如果一切都是机械自然主义的体现，人的主动性又当如何理解？假使“conatus”真的导致了整个伦理学体系的崩塌，那么斯宾诺莎的哲学构想是否会成为遥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目的论”：在笔者看来，斯宾诺莎实际上在清理外在目的论孑遗的基础上，重新复活了亚里士多德的内在目的因，而复活的最终实现便是自由与必然的联姻。

本文将以“conatus”概念为切入点，阐释斯宾诺莎对待机械论和目的论产生的双重态度，并指出斯宾诺莎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反对目的论，从而进一步论证他在目的论解释上的双重态度并非理论的断裂。
第一章将从当前学界对“conatus”的三条解释路径出发，辨析“conatus”理论产生的分歧点，同时通过回溯哲学史上“conatus”的发展线索，指明其丰富的形而上学内涵，寻找斯宾诺莎的“conatus”与以往思想遗产的紧密关联。
第二章将依据几个重要文本——《伦理学》《知性改进论》《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和《神学政治论》——对斯宾诺莎的“conatus”进行较为详尽的梳理与阐明，通过对比机械论、内在目的论、外在目的论三类形而上学图景，揭示斯宾诺莎并非纯粹的机械决定论者。此外，我们将充分挖掘“conatus”概念中“德性自我完善”的意蕴，从而进一步解读斯宾诺莎如何通过自由与必然的联姻来实现“conatus”对内在目的论的复活，阐明斯宾诺莎均衡机械论与目的论两个“敌对”原则的调和倾向。
第三章将对批驳目的论解释的机械决定说、“conatus”断裂说分别予以回应，指明这两种路径对斯宾诺莎的误解；同时分析以“德性完善”为基点的目的论解释存在的缺憾，探索后斯宾诺莎时期哲学家以及当代哲学语境对斯宾诺莎目的论解释的吸收、修正与复兴。

机械决定还是目的导向？

“conatus”是一个拉丁语单词，是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英译本常将其译为endeavor, strive, tendency
，而在汉语语境中“conatus”则缺乏能够全面体现其含义的中文译法
。我们无法深入理解斯宾诺莎的人类学与伦理学，很大程度上源于“conatus”概念在哲学史上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在探讨斯宾诺莎之前，我们需要深刻体认传统西方哲学中关于“conatus”的思想趋向，从而揭示斯宾诺莎提出“conatus”学说所处的时代思想氛围，这些理论资源都是斯宾诺莎构建其哲学体系无法摆脱的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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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atus”概念的谱系
“conatus”最早可追溯至斯多葛学派提出的“horme”，即“动物自我保存的第一冲动”
。但“horme”是外在的强迫还是涵摄了内在性与为己性，学界尚无定论。西塞罗（Cicero）在《论神性》中用“conatus”来解释“horme”：“conatus”具有“意愿”的向度，能在实现自我保存的前提下努力追求完满的状态，从而领会神的荣耀
。就此而言，西塞罗已经试图为“conatus”赋予追求完满的目的论色彩。由此可见，“conatus”究竟是机械外在的“本能冲动”，还是在理性思考与心灵意愿之后追求“自我跃升”的目的，自古希腊罗马时代便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议题，但无论是斯多葛学派还是西塞罗均未意识到“conatus”的深层精义。
“conatus”的形而上学意涵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潜能-现实学说，“能（δυνáμαι）”意指缺乏，有“可塑为”之意，是事物运动和变化的本原，相对于现实状态而言，“能”强调了先验的维度。潜能到现实的转换过程，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是一种尚未成为现实的潜在必然性，是主动与受动的统一
。现存的一切并非全是僵死的存在，事物通过自在本性的推动在运动中实现质料与形式相融合，而形式就是质料自身目的的实现。至此，目的论解释框架便由亚里士多德正式提出。
中世纪，神学家们为“conatus”赋予“努力”和“生命力量”的双重含义
，“冲动（appetitus）”代表力量，是“conatus”最为直接的体现，它以被欲求的外部事物为目的，发出向外的动作。
中世纪的启示宗教营造出上帝这一全知全能全善的外在目的，以基督教为代表的神学体系构建了超验的价值规范。

进入十七世纪，对“conatus”的理解由于近代科学革命而发生嬗变：古代世界的“conatus”是不同事物的内在属性，具有目的论和神学维度；近代哲学则构想了一个简单世界，所有事物都被同一自然法则支配。以牛顿、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家和哲学家用“conatus”表示物体的惯性（inertia），即每个物体都倾向于保持自身的现存状态，抗拒状态的改变。
同时代的霍布斯为“conatus”赋予了心理学和伦理学维度，他将“conatus”看作是人类自觉运动的内在开端
，自我保存的努力是人最基本的欲望或激情。

至此，在近代科学—哲学的范式下，动力因开始取代目的因占据中心地位，机械论将自然世界和人类生活的本质解释为基于必然性的活动，希望以此来根治宗教迷信和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上帝在本质上是一种动力因意义的因果作用，目的因在自然事物运动中的意义被取缔。

在众多先驱的肩膀上，斯宾诺莎进一步提出“conatus”的深层精义
：他继承了斯多葛学派“conatus”第一要义是“自我保存”的论断，同时汲取霍布斯的思想，将“conatus”引入心理学和伦理学领域；此外，他还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潜能-现实”学说，对启示宗教诉诸神意恩典的外在目的论进行强烈批驳。
早在《笛卡尔哲学原理》中，斯宾诺莎就指出“conatus”是事物自我保存的

倾向和自身活动的力量
，在《伦理学》第三部分，斯宾诺莎进一步扩充了“conatus”的含义，他在肯定“conatus”有身体方面倾向的同时强调人的心灵也具有这种努力——肯定身体存在的努力是心灵首要的、基本的努力。
在斯宾诺莎看来，“conatus”不仅与心理学密切相关，还是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领域的核心概念，正是通过“conatus”，斯宾诺莎论证了人类追求自由幸福的途径。正如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言：“斯宾诺莎在他的遗著《伦理学》中，以自我保存概念为基础构筑了一个伦理学体系。书中真正伦理学部分的出发点是第三部分的第六个命题。”

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三部分提出了与“conatus”相关的核心命题：

命题4：“一物如果没有外因，是不能被消灭的。”

命题5：“只要一物能消灭他物，则他们便具有相反的性质；这就是说，它们不能存在于同一主体之中。”

命题6：“每一个自在的事物莫不努力保持其存在。”
命题7：“一物竭力保持其存在的努力不是别的，即是那物的现实本质。”

表面上看，这个原则勾勒了与17世纪机械主义框架相一致的自然图景，对于做惯性运动的事物而言，“自我保存”似乎就是自身存在状态的维持（例如以相同的速度作直线运动）；但宇宙中的事物却并非完全如此：简单事物或许可以通过维持不变状态而持存，但复杂的个体或系统却远非仅仅维持存在状态而已。换言之，也许斯宾诺莎的思想并不能只用强调动力而排斥目的的机械决定论来解释。
这一点在《伦理学》第三部分命题12和命题13中有明显体现。

命题12：“心灵总是尽可能努力去想象足以增加或助长身体的活动力量的东西。”

命题13：“当心灵想象到足以减少或阻碍身体活动的力量的某种东西时，那么它将尽可能努力回忆那足以排除这种东西的存在的东西。”

命题4至命题7强调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出于本质毁灭自己，但命题12、13似乎又紧接着指明“conatus”并非只是保持惯性而已——事物能努力主动追求更强大的力量。因此“conatus”便具有了“改善、提升”的积极意蕴，而个体事物努力做有益于自我保存的事情，似乎是一种“目的导向（goal-oriented）”的行为。
这就引发出一系列问题：为什么心灵具有努力想象增加身体活动力量的倾向？自我保存可否直接等同于追求更好的生存状态？命题12和13是否暗示了事物是在改善自身的目的导向下活动？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斯宾诺莎机械主义观点是否相融洽？

就此而言，斯宾诺莎便将哲学史上关于“conatus”是机械决定还是目的导向的争论重新带到我们面前。

（二）关于斯宾诺莎“conatus”的三条解释路径
“conatus”究竟反映了一个纯粹无目的的机械世界还是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入的伦理探究，这个问题随着乔纳森·贝内特（Jonathan Bennett）、顿·加内特（Don Garrett）以及约翰·卡列罗（John Carriero）等人的作品重新进入当代哲学家的视野中。

Carriero等学者认为斯宾诺莎接续了17世纪以来的机械图景，“conatus”仅仅是出于事物本性的动力倾向，不能被置入现代目的论的讨论之中：“自然界中的所有事物都以相同的法则产生，这个法则只包含动力倾向（motive tendencies）而不包括目的。自然事物的本质要比我们理解的复杂得多，无限多的事物无论我们从哪一属性去观察，都是出于自然的。没有任何一个有限事物会无限地增加其行动的力量，行动力量的增加与减少都在事物原本动静比率的限制之下，因此这与斯宾诺莎的自然主义主张相一致。”
 国内学者吴功青更是在《斯宾诺莎对目的论的批判》中对“斯宾诺莎哲学具有目的论因素”这一观点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
。的确，斯宾诺莎本人在《伦理学》第一部分附录中曾明确提出“目的论说法实倒因为果，倒果为因”
，通过这些直接的论述，我们便不难将斯宾诺莎看作一个无目的论者、纯粹的机械主义者。

而近年来，迈克·勒比夫（Michael LeBuffe）、乔恩·米勒（Jon Miller）等学者却独辟蹊径，对“conatus”仅体现机械主义的思路进行修正，从“完善学说”出发，论证斯宾诺莎伦理学中难以被发现的“目的论”内涵。Jon Miller通过对比斯宾诺莎哲学与斯多葛学派内在理路的相似与差异，指出斯宾诺莎的“conatus”概念实质上具有自我保存与德性完善的双重向度，“自我完善”说明“conatus”本身就带有目的因的趋向
；Michael LeBuffe则详尽分析了斯宾诺莎伦理学体系中“完善”的含义，“心灵自永恒以来即具有圆满性，但人类永远不可能使圆满性完全展现，通过改善德性，人类可以逐渐提高自身的圆满性程度。此外，人类的欲望在目的论框架之下，道德是行动的向导，它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目的，因而我们的行动都是有目的的。”

第三条路径是Jonathan Bennett提出的“conatus”断裂说。他认为“conatus”概念与整部《伦理学》论述前后矛盾：如果肯定命题4的正确性，则只有外因才可以消灭个体事物；而根据命题5，假设自然是一个大主体，物体遇到与自身性质相反之物就相当于遇到消灭自身的外因，由于具有相反性质的事物不可能共存于同一主体之中，那么个体事物在自然中便不可能遇到使之消灭的外因，换言之，它将永远存在。因此 Bennett得出结论：建立在命题4、命题5之上的命题6与命题7都是荒谬的，蜡烛燃烧现象以及人类的自杀行为就足以说明事物中努力保持自身存在的“conatus”是非客观的。

对于“conatus”研究分化出的不同解释路径，其中较难接受的就是目的论主张。在笔者看来，斯宾诺莎接续了17世纪机械主义对目的论的批判，这种批判

实质上清理了外在目的论的孑遗，通过“自我完善”的向度重新复活了亚里士多德的内在目的论。斯宾诺莎并不是17世纪世界图景下的“纯粹机械主义者”，这一点我们也将在后文予以详细分析。
对斯宾诺莎“conatus”的目的论阐释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17世纪欧陆唯理论哲学的内在发展理路，了解西方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16至18世纪自然科学的重点在于研究静态事物，与之对应的是信奉机械论思维方式；而19世纪机械物理学之外的其他自然学科蓬勃发展，似乎证明了自然界本身具有多层次的、能动的合目的性。处于两种思维方式衔接点处的斯宾诺莎，也以其独特的思辨对自然与伦理世界的现象做出了自己的提炼与综合。

斯宾诺莎对目的论解释的复活
复活的前提：外在目的论与内在目的论的区分

在讨论斯宾诺莎的目的论解释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厘清机械论与目的论的思维方式。
机械决定论是力学等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推动了人们的认识论转向——外力与事物的运动变化具有严格的因果关系，万事万物都被严格决定。机械论思维使神学异化导致的蒙昧逐渐解体，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愈加客观化。机械决定论视角下的世界是一部精密的机器，一切都按照彼此之间的作用力刻板地进行有规则的运动，无差别的因果性成为自然的本质，世界中的一切现象都摒弃了自然的目的性。换言之，“价值”被驱逐出机械论世界图景的领地。

例如笛卡尔提出了著名的“动物机器”论断：一切神圣造物在没有心灵参与时都是上帝创造的机器，部件与设计结构决定了机器的运作与功能，在生物体身上体现为不同器官的活动及自然倾向能够决定生物体的行为。机械论的极端代表拉美特利（ La Mettrie）更是将“动物机器”论断推至其极，他认为人的一切精神活动甚至都可以用机械作用来说明，“心灵仅仅是毫无意义的空洞名词”
。

由此可见，在机械论的视角下，“目的”、“价值”、“意义”被完全放逐，世界图景被勾勒为简单的力与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固定的自然法则适用于不加区分的所有事物。
在《伦理学》第一部分附录中，斯宾诺莎批判了“万物无一不有目的，万物无一非为人用”的目的论解释框架，并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立场：“自然本身没有预定的目的，而一切目的因只不过是人心的幻象。”
斯宾诺莎一再强调神即自然，对启示宗教创世说大加鞭挞；同时他还批判了自由意志说，认为万事万物都处于因果必然法则的整体系统之中，均由神的本质必然性支配。因此，斯宾诺莎的世界图景之中，不存在神圣意志与神之恩典，也不存在“万物皆为人用”的目的论存在秩序。就此来看，斯宾诺莎更为彻底地推进了伽利略与笛卡尔的现代科学和哲学革命。

斯宾诺莎反对人们以想象代替理智，以自己的心理感受为标准评判事物性质的善恶好坏。根据《伦理学》“论神”部分附录，万事万物都处于严格而必然的因果链条之中，我们似乎很容易得出“斯宾诺莎是一个坚定机械论者”的论断。
而在斯宾诺莎的其他文本中，我们却能发现他并没有完全抛弃“目的”。例如《伦理学》第四部分命题18附释：“追求德性即以德性是自身目的。除德性外，天地间没有更有价值、对我们更有益的东西，足以成为追求德性所欲达到的目的。”
《神学政治论》第十六章：“人类理智的规律其目的只在求人的真正的利益与保存。”
“conatus”与德性的结合使得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体系更加扑朔迷离。
因此，澄清斯宾诺莎是在何种意义上批驳“目的”，又在何种立场上引入“目的”，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机械论是纯粹的外在规定，那么目的论至少在形式上体现了自我规定。在目的论思维框架下，一切因果解释都依赖于“目的”，传统目的论可以按照事物在自然本性中的位置被划分为柏拉图式的外在目的论与亚里士多德式的内在目的论。
外在目的论强调目的在事物之外，例如柏拉图构想的理念世界——造物者为宇宙规定了理性目的并模拟出永恒形式，善作为最高理念是总体目的。
关于外在目的的构想在中世纪经院哲学阶段发展到顶峰，以阿奎那为代表的哲学家认为神是为了人的利益或目的创造了整个世界，宇宙作为神的被创造物服从于神的特殊意志，换言之，上帝是最终的目的因。

总之，外在目的论使得神超越世界之外，世界成为其自身之外目的的工具和材料，因此外在的目的只能是主观任意的、偶然的。这也是斯宾诺莎着重攻击的靶向：“一切目的因只不过是人心的幻象”“人们无不经想象所渲染过的东西当做事物本身，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而最后陷入怀疑主义，实毫不足怪”
。
亚里士多德则奠定了内在目的论，他主张事物动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外部的“理念”或“相”，而是隐藏在事物的本性之中。“事物不能是偶然或自发性的结果，那就可以断定它们一定是有目的的……由此可见，在那些由自然产生出来的东西里面，是有那种有目的的活动存在的。”
亚里士多德提供的目的因以自然本身为目的，质料是事物生成变化的基质，是能够让形式得以实现的潜能，形式则是事物已经实现其自身目的的质料，即自然本性。所有个体事物的现实性都自然地存在于其潜能（质料）之中——现实是潜能运动变化的目的，而潜能是尚未达到目的的不确定状态。从质料到形式的转变说明事物的生成变化始终以事物的本性为目的，亚里士多德通过内在目的论对世界进行了终极解释。
回到斯宾诺莎对于实体与个体样态的形而上学区分，“神的力量就是神的本质本身”
，神拥有无限的力量，因此神必然存在；而个体样态的本质不包含存在，并不具有无限力量，所以必须通过努力追求力量来维持自身的存在（绵延）。
万物都是神的无限力量的具体表现，所有个体事物的努力（conatus）都是有限力量——“在斯宾诺莎看来，存在就是一场持久的斗争”
。所有事物的“conatus”都出现在一起，必然会与其他事物一起竞争以获得更多表现神的力量，而由于斗争的需要，自我保存便不能仅仅是单纯地保持自我，而是要努力地寻求自我力量的增长，追求更高程度的主动性和快乐，只有这样，个别事物才能在与其他事物的斗争中取得优势，真正维持自己的存在。

对于主动性和快乐的追求似乎是一种“有益”、“促进性”的价值要求，这种隐含“内在目的”色彩的解释似乎证明斯宾诺莎的机械论并非如此纯粹。
因此，单从“论神”部分斯宾诺莎对于目的论的直接攻击，我们能看出他对以神为外在超越目的的鞭挞，却难以得出他由此否定了所有的目的论解释的结论。实际上，斯宾诺莎的“conatus”学说暗含了复活亚里士多德主义内在目的论的线索。

复活的展开：以德性完善为基点
要想充分理解斯宾诺莎所界定的“conatus”意涵，我们必须考察笛卡尔的情感理论。正如沃尔夫森（Harry Wolfson）所断言：《伦理学》第三部分的界说和公则必须被理解为对笛卡尔观点的批判。

笛卡尔与斯宾诺莎都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中世纪对上帝与个体关系的阐述，二者都认为个体并不具有产生自我的能力，所有有限个体都是上帝产生的。笛卡尔主张上帝是自因性的，上帝具有巨大的存在力量，一切有限个体都依赖上帝的力量而存在。
 斯宾诺莎也认为有限的个体样态不能自我产生，需要通过努力“表现”上帝的力量而获得存在。
尽管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世纪的路径，但他们却对个体事物的“能动性”具有完全不同的阐述与见解。
在笛卡尔的哲学体系中，“conatus”被理解为外力给予的趋向，是一种“被推入”的传递之力。
 由此，个体的本质便充满惰性，只拥有维持自身状态的能力。笛卡尔还根据意志（will）区分了灵魂的行动与灵魂的激情，
主张感情绝对依赖我们的意志，激情能够被意志完全驾驭。笛卡尔界定的“conatus”似乎只能解释简单物体的运动，却无法统摄意志对人的活动产生的影响。
斯宾诺莎则摒弃了意志，用“conatus”原则来弥补意志退场所留下的空白。“conatus”在个体事物层面以有限形式表现，在人类身上体现为“appetitus”（欲望/冲动）：一方面，身体层面表现为保持自身存在的动静比率；另一方面，精神层面表现为维持个体特有的统一性倾向
。他强调个体事物（individual）的“活跃性”，即个体在外因压迫下将自身内部原有的力量释放出来。因此，斯宾诺莎的“conatus”并不是单一的力量，而是裹挟着多种不同力量的努力，它的本性是努力反抗外在的压力而维持存在，是“被动的主动性”。

“conatus”其实是神的无限绝对力量自我实现的过程，Jon Miller曾深入探讨过实体形而上的“力量”与个体事物形而下的“努力”之间的关系：“神活动从而产生许多产物，其中之一就是‘conatus’。已经活动的神借由他的活动而给予个体‘conatus’，于是我们自我保存。”
自我保存的努力表现神的本质——无限力量，体现为人性便是欲望。就人类而言，情感便是运动力量表现出的情状（affection），是人类生命活动显现的特征。

实际上，“conatus”除了具有自我保存的意涵，还具有德性完善的向度。斯宾诺莎将“conatus”、行动力量与圆满性进行联结：

第三部分命题11附释：“心灵一时可以过渡到较大的完满，一时也可以过渡到较小的完满；这种感受的情状可以说明什么是快乐与痛苦的感情。”
第四部分命题20证明：“德性即是人的力量自身，此种力量只是为人的本性所决定，换言之，只为人努力保持其存在的努力所决定。”
第四部分命题22绎理：“保存自我的努力乃是德性的首先的唯一的基础。”
斯宾诺莎认为德性与力量同一，自我保存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其支配下自然选择对自身有益的行为，便是德性。力量来自于保存自我的努力，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被动与受制，追求不被外因力量轻易打败的自由状态。由此可见，人类只欲求一切与快乐有关的结果，通过身体或心灵活动力量的增加我们能够获得更高满性
。因此“conatus”便体现了“趋善避恶”的倾向，这是一种原初的肯定，即努力提升自身至更好的状态。

在《伦理学》第四至第五部分，斯宾诺莎提及人的德性就是人的本质，是本性法则支配下的行为力量，追求德性即以德性为自身目的，心灵的最高德性便在于知神。
德性就是保持自身存在的理性力量，人的理性力量越大，德性便越完善。所以，斯宾诺莎反复强调通过主动情感克服被动情感，或是从直观知识出发产生对神的理智之爱，从而实现从奴役到自由的转变，达到心灵的最高满足与最高德性。
实质上，“conatus”是无限神性与有限人性的中介。德性是人类的本质，因而德性的完善就是人类现实本质的完善，其最高表现是认识神、爱神
。通过心灵对神理智的爱，人类能够理解神的无限必然性，理解自然的一切有限性均出自于神之无限，德性完善由此成为有限努力向无限力量趋近的沟通桥梁——“我们对于上帝之爱恋的作用就是我们本身永恒的持续”
。

有趣的是，笛卡尔也曾提出人类的某些激情能够维系身体存在，并使身体以某种方式变得更加完善。
此外，笛卡尔还强调消极的激情（悲伤、痛苦）相较于积极的激情（高兴、爱）更为必要，因为“拒绝那些有害的并且可能摧毁我们的东西，要比获得一些可以使我们更加完美，而没有它们我们也能自我维持的东西更为重要”
。与笛卡尔完全相反，斯宾诺莎更重视快乐的情感，一个人如果能为快乐的情绪所鼓舞，能够正确理解自己行为的圆满性，那么他的理性便会克服被动情感，“人生的最高快乐或幸福即在于知性或理性之完善中”
。对于消极激情的强调充分体现了笛卡尔在“conatus”上的保守性，而斯宾诺莎则十分重视积极情感对于实现更高圆满性的意义，因此将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图景看作与笛卡尔完全相同——用动力因彻底消解自然世界的目的论——是不合理的。
笛卡尔的情感理论偏向自我保存，即便具有自我完善的指涉，也仅仅是对身体存在状态的完善。情感的实质是“趋善避恶”：笛卡尔强调“避”，重视自我保存；斯宾诺莎强调“趋”，因此更加重视自我完善（提升至更高状态）。斯宾诺莎并不反对自我保存，但他认为这仅为“conatus”的消极层面，而积极层面的展现便是自我的德性完善。究其原因，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最终会偏向物质—广延，广延的实质就是守住自身的界限；而斯宾诺莎始终强调“神即实体”，神不断将自身的力量进行分蘖，无限之力量表现为有限之努力。“趋善”体现了人对更高状态的追求，因而，斯宾诺莎复活目的论的基点便是“德性完善”。

人的努力被力量的存在形态所决定，“conatus”的基础是自我保存的努力或欲望。然而斯宾诺莎的“conatus”并非单纯物理学机械论视域下的“惰性”或“惯性”，更不是事物自身状态的单调持存，它是事物生命整体的保存，是对完善圆满状态的追求与趋近。作为一物现实本质的“conatus”是实存的、活动的，体现了提升自身活动力量的侧面。因此我们真正追求的是更高程度的快乐与主动性，也即自我肯定。
因此，斯宾诺莎的“conatus”学说并不是纯粹的机械论。

（三）复活的完成：自由与必然的联姻
“conatus”自我完善的向度构成了斯宾诺莎复活目的论的基点，而复活的真正实现则通过自由与必然的联姻得以最终完成。

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中，“必然性”存在双重含义——本质的必然与被动的受制。本质的必然是永恒形式之下的必然，出自神的永恒秩序，“凡任何存在的东西，必然有其所赖以存在的一定的原因”
，这种原因便是正确原因（充分原因）
。正确原因包括自因与他因两种类型。首先，“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由自身决定的东西叫做自由”
，神的必然性就是自因之必然。换言之，对唯一实体而言，神就是全部的因果必然性本身——神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体。其次，与“自因之必然”相对的是“他因之必然”。所有个体样态的致动因都是实体
，实体是所有个体事物的内因（causa immanens），是神的力量的产物，并非为外界所决定或为偶然的机缘所决定
，这种必然是被本质决定的必然。由此可见，自因之必然与他因之必然都出自神的本质，二者都是永恒形式下的必然。
与永恒之必然相对，在绵延的形式下，“每个个体事物或者有限的且有一定存在的事物，非经另一个有限的、且有一定的存在的原因决定它存在和动作，便不能存在，也不能有所动作，而且这一个原因也非经另一个有限的、且有一定的存在的原因决定它存在和动作，便不能存在，也不能有所动作；如此类推，以致无穷”
。斯宾诺莎的用意是要阐明神并非所有现实因果链条的第一因，神只是其直接产物的绝对最近因（causa proxima），而不是自类（in suo genere）中的最近因。
也就是说，神只是属性的直接无限样态的最近因，而不是间接无限样态的最近因，同样，有限的个别事物之间才能形成相互决定的外因因果链条。但绵延形式下的“被外因所决定”，并非一物的产生是由于作为有限个体样态的外因，这里的“决定”可以被理解为“限制、限定”，正如第三部分命题4所言：“一物如果没有外因，是不能被消灭的。”自然中的一切个体事物都受到外因的普遍限制，这个因果链条是必然存在的。

因此，永恒形式下的因果序列是一种“肯定性决定”，决定事物的产生、存在与本质；而绵延形式下的因果序列是“否定性限制”，是被时空限制的被动的必然。
正因为一切个体事物都处于无限多的因果作用之下，任何外因都可能对其存在状态产生影响，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在绵延形式下对事物有正确且充分的认识。

个体的本质包含了作为部分原因的“conatus”
，这恰巧说明了人类奴役（bondage）的来源——身体面对外在影响的易损性、脆弱性以及感官知觉系统的易错性（distortion）
，而这些人类共有的限制导致了通向圆满性的障碍，例如疾病、迷信、无知。

通过区分两种必然性，我们理解了本质的必然是事物本性的能力，而被动的受制只在外因构成的因果序列中才具有总体的必然性。由此，斯宾诺莎指出我们可以通过充分认识本质的必然性来对被动的受制进行克服：尽力寻找医治理智的方法，通过纯化理智完善地认识事物。“人人都可以见到，我志在使一切科学皆集中于一个最终目的，这就是要达到我们所说过的人的最高的完善境界。”

 作为努力自我保存的“conatus”，在绵延形式的因果序列中表现为对外因的极力抵抗，体现在人类身上就是理性的主动情感克服想象的被动情感；而在永恒形式的因果序列中，人类摆脱了被动的受制，实现从较低德性向较高德性的过渡、较小圆满向较大圆满性的提升，从而具有追求最高幸福的可能性。因此，人类的内在目的便是努力摆脱绵延形式下的因果序列，追求永恒形式下的必然，理解并爱真正的神—上帝—实体，实现从奴役向真正自由的过渡。
斯宾诺莎界定的自由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发展自身理性，形成正确观念，其二是通过主动情感克制被动情欲，这两个方面最终在对神的直观知识与理智之爱中得以统一。在《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中斯宾诺莎曾直接描述过人的自由状态：“自由是我们的理智通过与神直接的结合而获得的一种稳定的存在，所以它就能在自身之内产生观念，在自身之外产生同它的本性完全一致的结果，而它的结果并不屈从于任何能被它们改变或转换的外在的原因。”
 自由并不是根据意志放纵情欲，而是根据理智克制情感，产生对神的理智之爱，只有这样，有限的被动情欲才能够消融在神之无限完满中，这才是最高的德性、最高的幸福。同时，人的自由由于体现了理智与神的直接结合，因而也是天命之必然，自由最根本上其实是“必然之自由”。
斯宾诺莎的高明之处便是将“conatus”这个形而上学概念成功纳入伦理学的范畴，他的伦理学体系由此成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考察。真正的自由就是使人的理性成长为人的本质力量，使其成为人之为人的本性必然法则，从而使人能够克服被奴役的状态。

对于心灵来说，自我保存就是理性思考中的积极活动，自我否定和软弱就是在感觉和情感中承受事物；前者表现自由，后者表现奴役。努力可以被恰当的洞察力引导而达到与自身本质相一致，灵魂努力在纯粹的理性中保存自己，并消除与它对立的一切东西。由此我们被重新带回古希腊伦理学的古老命题：哲学或者科学的知识是生命的功能，是至善。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运动是潜能的现实化，是事物从较少存在到获得更多存在，直至完全实现其固有目的的过程。而斯宾诺莎强调“conatus”并不是由“非存在”转入“存在”的倾向，而是维持现实存在，并在自我保存的基础上力求更大的完满性，质言之，更有力地显示个体的存在状态。
在斯宾诺莎看来，获得真正的知识是生命最自由、最完善的活动，是绝对自在的目的，同时也是使我们从被奴役的情感中解放出来的手段。可以说，斯宾诺莎追求内在目的之实现正是吸收并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潜能-现实”学说，而“conatus”作为现实本质避免了亚里士多德理论中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完全的现实应当是具有最大活力的状态；另一方面，完全实现之后实体就不再运动，也即“不动的推动者”具有一切能力，但实际上却做不了任何事。内在的目的从形式的实现转化为德性完善的自由，意味着自由是具有一切圆满性的对神之爱，这正是人类努力的方向所在。
自由并非静止的状态，而是无尽的追求，是有限向无限的努力趋近。至此，斯宾诺莎通过自由与必然的联姻，指出追求自由是人类绝对内在的目的，复活内在目的论的工程也得以最终实现。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不只是为了鞭挞启示宗教、强调理性的认识作用而构建，它同时也是探索人生课题的完整体系，其最终目的是向人们提供能实现自由状态、到达幸福境界的生活方式，并为此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
必然性法则也许是为了说明物质世界的次序与规律是可循的，在此意义上自然中的一切物质现象可以用机械论思维来解释；而伦理学领域出现的“自由”则说明斯宾诺莎认为纯粹的机械论解释是不够的，机械论式的外在决定论并不能用以说明人类的情感与道德，“德性完善”的提出证明了人类内在本质中的目的性要素。因此，斯宾诺莎其实在机械论与目的论两个敌对原则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种调和体现了斯宾诺莎为融合近代分歧思想所进行的努力。
三、对攻讦目的论解释的回应
本文第一部分梳理了学界当前主流的三种观点：纯粹机械决定说、断裂说以及目的导向说；第二部分立足文本寻找斯宾诺莎复活目的论的佐证；此部分将对批驳目的论解释的观点予以回应，试图从更深层次说明斯宾诺莎复活目的论的成立。
欲望先于判断？

对于斯宾诺莎以“conatus”为基点展开的形而上学图景，学界争议的焦点还集中于《伦理学》第三部分命题九附释：“对于任何事物并不是我们追求它、愿望它、寻求它或欲求它，因为我们以为它是好的，而是，正与此相反，我们判定某种东西是好的，因为我们追求它、愿望它、寻求它、欲求它。”
 本质欲望先于心灵的判断与意图，是支持纯粹机械论者的有力论据。
斯宾诺莎关于欲求与判断关系的论述是对笛卡尔观点的直接抨击——笛卡尔认为渴望源自我们对善与恶的判断，在先的判断具有指导行动的本质前瞻性，渴望能把我们的目光更多地引向未来。
与之相反，斯宾诺莎认为我们的行为都是由本质的欲望决定的，“conatus”与身体和心灵同时关联时是冲动，约西阿姆（H. Joachim）将其总结为“欲望由先行因素机械地引起，而这些先行因素构成了我们一切行为的机械原因”
。对于目的论的批判也集中于此：人类本质的固有趋向是先在条件，至于善恶与否则是符合或违背我们本质趋向的体现，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制于必然性因果序列。
将斯宾诺莎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论断相比较也十分具有启发性。亚里士多德强调欲望应在思想之后——“我们渴望一物是因为它在我们看来是好的，而不是它在我们看来是好的因为我们欲求它。”
斯宾诺莎则恰好将亚氏的论断颠倒过来，认为我们对价值的判断并不会决定欲望，相反，判断是由欲望决定的。威金斯（David Wiggins）对于二者的对立有独到见解：“真正的智慧也许从同时对抗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开始，为什么不能两全其美呢？”

Wiggins指出，我们喜爱或排斥事物，是因为它们有趣或令人厌恶，但除非我们有倾向于喜爱或排斥的心理定势，否则这些有趣或厌恶的概念就毫无用处，而我们的价值观念恰是如此。斯宾诺莎是正确的，他想让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善与恶的概念隐含人类的欲望和需要，假定我们都是小人国国民的尺寸，我们就不会说现在认为有益的船和建筑是好的；亚里士多德也是对的，他的观点是一艘船或一幢建筑的好坏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渴望它，相反，相信某些事物是好的这种信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如果没有关于善恶好坏的在先判断，欲望也会自然而然随之消散。

沿着Wiggins的思路，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合理怀疑：斯宾诺莎所说的“欲望”单纯被必然性因果序列所决定吗？人类的欲望是否本身就包含有对“好”与“善”的追求？所谓的“善”是主观判断还是客观标准？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便能较为清晰地理解斯宾诺莎的“conatus”是否能够复活目的论。
所谓伦理学，就是要指导人们如何过更好的生活，而“好”的生活就必然涉及到斯宾诺莎对“善”是什么的界定：“所谓善是指我们确知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言。”
“对我们有用”并非人们一厢情愿的“认为”，而是能够增强我们身体和心灵的力量，关于善恶的知识是由于快乐或痛苦的情感被我们意识到，即人类的本质——冲动
。冲动未被意识到时，是“conatus”作为自我保存的本质，而只有冲动被意识到时，才构成人类的欲望。
许多学者主张“conatus”与意识毫无关系，因此不可能与目的论相关。达夫（R.A.Duff）认为“conatus”在人类身上的运作只是一种未意识到的盲目驱动力，人类改变自身的力量微乎其微，意识不过是“conatus”运作的偶然产物，仅为人类身体活动附带的现象。布罗德（C.D.Broad）持有相似观点，他认为意识的出现与缺失对冲动及其结果并无影响，人类所做的决定被冲动所控制，深思的过程也只是既成事实的附属物。
但如果我们对斯宾诺莎的原意进行细致的考察，便会得出与上述观点完全相左的结论。

    在《伦理学》第二部分命题49证明与绎理中，斯宾诺莎指出：“心灵中没有志愿这样或不志愿那样的绝对能力，只有个别意愿（individual volition），即这个肯定和那个肯定，这个否定和那个否定。”“意志与理智是同一的，只是个别的意愿与观念自身。”
由此便引出两个问题：个别意愿肯定和否定的是什么？个别的意愿又是怎样与欲望相结合的？
关于善恶的知识就是我们所意识到的快乐与痛苦的情感，“我们想象着有任何东西能够引起我们或我们所爱的对象快乐，则我们将努力对它加以肯定”
。由此可见，个别意愿肯定的是快乐的情感，快乐指心灵过渡到较大的圆满，即心灵力量的增强，所以个别意愿实际上肯定的是价值，而“有价值”便是对生存有利的、稳定的身体体验。这说明斯宾诺莎强调欲望与意愿对价值的肯定并无逻辑上的先后性，欲望等同于意愿对价值的肯定，被意识到的欲望已经是理智化的欲望，欲望中已经包含了我们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有益”的肯定性理解。斯宾诺莎改变了善恶概念的含义，它们不再是能推演出其他伦理命题的一级概念，而是以个体存在的目的为基础。
可见，斯宾诺莎并不像叔本华和弗洛伊德一样将人类看作是无意识的、冲动的玩物（plaything），也不像休谟一样认为理性是情感的奴隶。斯宾诺莎认识到了欲望的本性——如果没有对事物的观念，我们不能欲求它。
在他的认识论体系中存在三种类型的观念——来自想象的错误观念、从事物的特质（propria）具有共同概念得来的正确观念以及自神的本质必然性而出的直观知识
。错误观念的产生源于人们对引起意志与欲望的原因茫然不知
，因此，斯宾诺莎大力鞭笞以第一种知识（意见或想象）为外在“目的”，意见或想象只能产生错误与被动的激情，导致人的不圆满。而从绝对必然性出发来认识个体事物的本质是直观知识，是正确观念、心灵的最高德性，同时也是最完善的伦理知识，能够产生心灵的最高满足。至于理性（第二种知识），只是能够区分善恶并通向圆满性的条件，是意见想象与直观知识的中介，并不是本质。

至此，我们便梳理清楚了斯宾诺莎伦理学的逻辑框架：心灵中的个别意愿已经包含了对价值的肯定，这是整个伦理学体系得以可能的逻辑起点。善和恶以“有利于存在”的目的为基础，被意识到的欲望实质上已经是“理智化”的欲望——通过理智获得正确观念来克服被动情感，使心灵愈加主动，这样便能产生对神的理智之爱。这种爱具有一切圆满性，在圆满之爱的推动下人能努力完善自己的德性，继而追求心灵最高的满足、最终的幸福状态。

因此，命题9所言“欲望先于判断”非但不是纯粹机械主义论调的佐证，反而更加有力地说明了“conatus”具有目的论倾向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断裂是否存在？
“断裂论”的代表Bennett主张“conatus”在伦理学上的自保含义实际上成为斯宾诺莎哲学体系的断裂点，自杀行为便是对“conatus”自我保存及完善的最大攻讦。

在Bennett看来，自杀的确是人类自我毁灭的行为，“自我毁灭”意味着在因果关系上一物能充分导致自身的非存在，而这与“conatus”努力维持自身存在的现实本质明显冲突。即使斯宾诺莎强调自杀是由于外界逼迫而不得已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自杀的确是出于个人的选择。这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点——如果“conatus”是受制于必然性的现实本质，那么自杀行为是否意味着人类可以超越本质的必然性而选择与之对立的非存在？这种对自杀的选择难道是对自由意志的回归？因此，从强调必然因果链条的本体论到具有隐约自由意志色彩的伦理学便在“conatus”这里发生了断裂，Bennett认为很难将二者解释圆融。

Bennett基于文字的批判初看上去具有极大的说服力，但是将斯宾诺莎对“conatus”的论述与《伦理学》其他章节以及其他著作相联系，我们便能发现Bennett其实只将眼光停留在第三部分命题4至命题9这一小段文本上，并没有关注到“conatus”背后隐含的两个重要向度——个体（individual）与系统（system）。

加内特（Don Garrett）就曾对Bennett的分析提出反驳，在他看来，对于“自在（in itself）”
的个体事物而言，“in”并非指代空间位置，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关系副词，真实存在于个体之中的事物极有可能与其他个体事物发生关联。真正的“自在”是指一物的固有特性，并非附属的表现或偶性，因此尽管不同个体可能在空间上由于偶性相抵触，但个体的本质并不会因此彻底灭亡。

其实，“conatus”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概念或逻辑命题。“conatus”的确是个体事物的现实本质，但所有个体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因此必然涉及个体与系统、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四部分提出一个公则：“天地间没有任何个体事物不会被别的更强而有力的事物所超过。对任何一物来说，总必有另一个更强而有力之物可以将它毁灭。”
个体不是自我封闭的单子，永远不与外界产生关联，相反，个体事物是在各种关系下组建的“特殊单元”，时刻接受着来自外因的影响。“凡物只要它能够，并且只要它是自在的，便莫不努力保持其存在”，
“只要它能够（as far as it can）”说明了个体努力的阈值——“conatus”并不是无限的，所有个体事物只能在其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努力保持存在，外因的力量一旦超越自身的力量，人类便会软弱无力，这也是奴役状态之由来。“人借以保持其存在的力量是有限制的，而且无限地为外部原因的力量所超过。”
外因具有程度之分，如果没有改变事物的内部动静比率，事物的形式与本质便不会发生变化，这个外因就不与主体性质真正对立，必然不会导致主体毁灭；而一旦外因的力量足以超越人类努力的极限，人类便没有能力克服外因，自杀行为就会产生。

由此可见，自杀行为并不是人类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是受到本质必然性的制约。可以说，正是由于一个人具有的知识无法对抗强大的外界环境，他才会选择自杀。Bennett理解的“对立”其实将斯宾诺莎本欲表达的“对立”泛化了，“对立”并非单纯任意的“性质相反”，而是具有深刻的“本质及功能上的敌对”。

人作为实体之有限属性的结合，是神这一实体的自我实现，其基本表现方式是创造与爱，这恰恰与自杀所体现的毁灭与恨相对立。自杀并不能构成对“conatus”自保原则的挑战，相反，正是由于自杀行为的存在才凸显了“conatus”进行德性完善的重要性——通过德性的完善，人类可以更加“有力”，表现更多神的力量，从而能够战胜外在原因，实现“获得幸福、达到更好生活状态”的内在目的。

四、小结及进一步的思考

（一）小结
我们通过对“conatus”概念的分析，了解了在许多学者看来斯宾诺莎理论“矛盾”性的根源：之所以将斯宾诺莎看作纯粹机械论者，是由于部分学者仅仅在17世纪哲学革命的背景下理解“conatus”概念，即运用动力因范式解释一切事物。不可否认，身体层面的“conatus”的确是个体事物面对外界环境，努力自我保存的动力倾向，它受制于绵延形式下的因果链条；但这种观点忽视了斯宾诺莎视域下“conatus”更为重要的含义——自我德性的完善。追求更好的生活状态、实现最终幸福是“conatus”在心灵层面的反映，这也是人的内在目的与价值所在。
以德性完善为基点，斯宾诺莎吸收并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潜能—现实”思想，但实现目的的内在理路发生了变化——亚氏主张使“能”充分发挥，直至实现从质料到形式的完全转化；斯氏主张“conatus”就是一物的现实本质，但个体事物的圆满性程度存在差异，只有通过德性的完善，事物才能更为“有力”地存在，更趋近于实体之最高圆满性。这种内在目的的趋势在斯宾诺莎对自由和必然的“联姻”中得以最终完成——自由人就是洞悉神之必然性的人，对神的理智的爱就是人类努力的方向。换言之，追求自由和幸福，克服受制于外因的奴役，就是人类绝对内在的目的本身。

斯宾诺莎通过“conatus”表明他坚决驳斥外在目的，个体事物必须追求其内在目的，这也正是“伦理学”得以成立的意义。但我们仍须注意，在斯宾诺莎复活内在目的论的浩大工程中，仍然存在些许缺憾。

《伦理学》第一部分序言中提到“上帝创造人可以不使人只服从理性的指导？因为上帝绝不缺乏材料以创造由最高级以至最低级圆满性的一切事物。”
“一切个体事物都是有心灵的，不过有着程度的差异罢了。”
斯宾诺莎承认一切个体事物都自本性的必然性而出，都具有圆满性，但不同个体事物的圆满性程度却存在差异——拥有理智的人明显具有更高的圆满性，也更接近神，而没有理智的其他个体事物则圆满性较低。一切个体事物自其产生便在表现神的力量方面有等级的区分，也即在完善的程度上存在区别——这种区别似乎很难与“自然处处是同一的”的论述相契合。显然“conatus”是自然中一切事物的共同现实本质，但为何只有人具有德性完善的能力与可能？关于同一与差异的关系，斯宾诺莎在其著述中始终未给予充分详尽的论说。

（二）进一步的思考

接续斯宾诺莎未竟的事业，莱布尼茨和康德进一步探讨了“完善”，这也许体现了我们证明斯宾诺莎复活内在目的论的意义——也许斯宾诺莎的“conatus”可以作为一个有趣的中介，将古希腊丰厚的思想遗产与近代甚至当代哲学的思考进行有机勾连。
在莱布尼茨那里，“conatus”成为他构建单子论“新系统”的重要理论基石。莱布尼茨强调每一个单子都具有“自足性”，“单子中存在着一个无限等级”
，体现了不同实体完善程度的差异。单子的完善性最为微弱，而上帝则具有最高的完善性。只有上帝的完善性是无限的，其他所有受造的单子则体现了有限完善性的不同程度。至善是最高的正义，“道德的完善性就是正确的行为，而正确的行为又依赖于对心灵而言的物理的完满性，即依赖于清楚的知觉”。
由此可见，莱布尼茨的完善学说充满了斯宾诺莎哲学的遗迹，只不过莱布尼茨对差异完满性的来源做出了更为清晰的解答——按照具有知觉的清晰程度的不同，我们具有不同的完满性。由于预定和谐，不同单子的变化产生关联，低级单子的变化为了心灵中的相关变化而存在。根据充足理由（或目的因）对发生在低级单子中的变化予以解释，可能到某个较高级单子才有可能。
可见，莱布尼茨利用富含活力的单子解释了不同个体完满性存在差异的根源。为了拯救差异现象，莱布尼茨将差异律内化为“conatus”，即每个单子的努力都不尽相同。在接续斯宾诺莎“conatus”自我完善的基础上，莱布尼茨也暗自回溯并吸收了部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解释，尽管他本人声称自己摆脱了“亚里士多德的羁绊”
。与斯宾诺莎不同的是，莱布尼茨以上帝作为最终依据来取得善恶的定义，他的“目的因”是完全超越的、外在的。

康德也看到了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完善学说的重要意义，提出人的“自我完善”关涉人禽之辨，人类正是通过德性的完善实现人性之本质，从而摆脱动物性朝向人性。“人性”实质上成为“将自身设为目的的能力”，康德区分了自然完善与德性完善：自然完善是达到具体目的的手段与能力，是真正完善的前提，而自然完善的最终指涉是逐渐提升至“道德完善”，“目的”在此过程中始终占据核心枢纽地位。
“人是目的”的论断也许就是紧承斯宾诺莎的洞见而产生。
我们将视线转至现代，当代进化论的解释转向也充分说明了目的论的强大魅力。在生物学发展历史中，哈维（William Harvey）为探求心脏活动的最终原因从而发现了血液循环的秘密，居维叶（Georges Cuvier）以终极原因来解释器官的相关功能，而博格丹（R.J.Bogdan）提出的温和选择主义
更是将内在目的论解释发挥至极。以博格丹为代表的“新目的论”者不但强调目的论是解决心灵哲学、认识论中具体问题的基础，还是对一切认知现象、心理现象进行全面说明的起点。正如《认知的基础》一书中的总结：“我们的目的论方案把目的指向性当作目的导引作用的终极进化理由，进而再把后者当作认知性心灵的终极进化塑造者。”

斯宾诺莎的“conatus”为近代哲学甚至当代哲学目的论解释的复兴提供了原始素材与思路，可以说，他的哲学体系中充满对机械论与目的论形而上学图景进行调和的趋向，而这恰恰体现了其思想丰富的可解释性。我们能通过这些复杂性发现它们在当下哲学语境中被成功激活的可能——斯宾诺莎通过“conatus”对目的本身作了形而上学层面的探讨，避开了以往将“目的论”解释作为无知避难所的思维路径，从而使得目的论能够在当今前沿的心灵哲学、生物学研究领域不断焕发出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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